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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石濂大汕，是明末清初岭南地区一位饱受争议的名僧。学界对其正面的评价认为其天资聪颖，画技高超；师出名门，辞赋斐然且有遗民之风范；其越南之行，更是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史料。反面的评价则认为大汕欺世盗名，作风淫乱，篡改宗谱，剽窃诗文，毁纲乱纪，不守戒律，私通它国，经营走私，狂妄自大；且具有同性恋情结，助长了社会不正之风。本文结合学界对其做出的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查阅相关文献，对大汕其人做了综合的初步研究，力求为还原一个真实，客观的大汕提供些许思路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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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汕身世的考证

    关于大汕的姓名及双亲，潘耒在《救狂砭语》中这样说道：“初媚金公绚时则姓金，已而言姓龚称芝麓为吴家大宗伯，而怀古楼下所奉令尊之木则姓徐。初号石莲，而京中真石莲至则改号石濂，是姓字皆不真也。”
李勇明、
戴可来、于向东、
谭弘毅
等皆认为大汕俗姓徐，号厂翁。据《禺峡山志》载：“父徐，母杜……时际鼎革，父靖国难，乃依世交龚，龚抚如己出。”
由此观之，大汕俗姓徐一说或可信以为真。
关于大汕的祖籍，则众说纷纭，从一开始就显得扑朔迷离。对于这一现象，潘耒的描述无疑是生动的：“汝本苏人，又言住太平，又言江西人，称西江释，又言家湖州、杭州、与浙人同乡，则籍贯不真也。”
清代王士祯亦云：“广州有妖僧大汕者，字石濂，自言江南人。或云池州，或云苏州，亦不知其果藉何郡。”
曾灿、
陶煊、
姜伯勤
均认为大汕是江西人。而李明勇、
余思黎、
则认为大汕原籍江苏吴县；越南《大南实录》、
戴可来、于向东
认为其为浙西人。考曾灿，陶煊所做《离六堂集》之序定先为大汕审阅而后付梓，故其籍贯之说，当为大汕所默许；再考其被逐回原籍第一站为江西赣州。故或可信其注籍江西为真。
关于大汕的出生年，史料极少论及。据潘耒《救狂砭语》中《与长寿院石濂书》载：“据座下自述云：顺治元年，余年十二……”，
顺治元年为1644年，则十二年前为1632年，若按记一虚岁习惯计算，则大汕出生年应为1633年。

关于大汕的去世时间，戴可来，于向东考察陈荆和及其他越南学者所著文献，根据相关史料推断，应为1704-1705年。

故此，可大致总结大汕生平如下：大汕（1633-1705）俗姓徐，号石濂，又号厂翁，江西人。

二、大汕的画学造诣

无论对大汕其他方面的评价如何，古今学界对大汕绘画水平的高度评价是一致的。在绘画学习阶段，大汕早年先后师承名噪一时的著名画家沈郎倩和龚芝麓，加之其天资聪颖，禀赋极高，不久便习得一手极高的丹青功夫。加之后来其同门师兄龚半千和崑残都是红极一时的丹青高手，大汕在同这些人的交往之中，亦于画功有了不少增益，逐渐成为岭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画家。据说，他还擅长画仕女图甚至秘戏图，并以此网罗达官贵人，赢得诸位大人七分惊讶，三分欢喜。其重要著作《离六堂集》卷首载有三十二幅画作，篇篇皆有名人时贤题词，赞誉极高，可见其画功之深。

竹子为历代文人表现清高情操之经典主题，而到了明末清初时期，才有了以风竹来表现对异族入侵的抗争精神这一现象。据姜伯勤先生考证，大汕所做的“风竹图”，较之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及郑板桥的同类作品在时间上要早了数十年。可见，大汕正是借风竹来表现这种抗争精神的首创者之一。具有开画风之先河的贡献。“我们试把大汕的墨竹图与李方膺的风竹图比较,大汕的墨竹即是风竹,层层密叶,有极强的动感,竹石又于风中挺立,竹石下大笔触的点染,尽洒豪兴,表现了倔强的抗争精神。无论是在立意上还是在技法上,早于李方膺墨竹图70年的大汕的墨竹图,完全可以称之为扬州八怪写风竹这一题材的先驱。”

大汕诸画作之中，最具影响力，并最具诗学、画史学、文献学意义的作品，无疑是其为陈其年所做的《迦陵填词图》。此图开创了填词图文体的先河，将画作与诗词完美地结合起来。其时贤与后哲无不以能为此图题词而为荣。“大汕作《迦陵填词图》，则将清词一脉打通。经过陈家几代人广征大江南北名流题咏，一图录尽阳羡派、浙西词派、两次鸿博诸家鸿爪，题词则诸体俱备、洋洋大观。”

填词图所画为一男子衣着洒脱随意半躺与地上，手执毛笔欲写诗而做沉吟状；旁有一妩媚美女颔首吹箫，坐于一荷叶之上，俨然才子佳人之状。题词为：岁在戊午闰三月廿四日为其翁维摩传神释汕。此图看似普通，实则暗寓了陈迦陵与徐紫云主仆二男之间一桩风流韵事。

    陈维崧（1626—1682），字其年，号迦陵。1658年，迦陵投奔父亲故交冒襄，偶见其家优紫云，心生爱意。与其携手徘徊与梅林之中而被冒襄发现，并扬言杖责紫云。时值黄昏，迦陵于冒镶门外跪地不起，请冒襄将紫云许于自己。冒襄以迦陵为其母在天明之前做咏梅绝句百首为条件答应了迦陵的请求。天明诗成，承诺兑现。从此迦陵与紫云在冒家莺燕呢喃达八年之久，后迦陵外出应试，紫云亦是如影随形，俨然夫妇相随。1678年，紫云去世三年之后，正值陈迦陵应诏将赴京举博学鸿词时，大汕作此画赠别。然早为遗民出家的大汕，与出仕为官的迦陵，已然将在立场上分道扬镳，此一别离，如紫云与迦陵之阴阳两隔，不知何日再见，惜别之情，溢于画中。
在《迦陵填词图》的漫长题咏过程中，留下墨迹的有梁清标、朱彝尊、王士禛、严绳孙、毛先舒、纳兰性德、宋荦、洪昇、翁方纲、蒋士铨、冯应榴、吴锡麒、袁枚等清代文化名人，谢章铤称其为“词苑大观”，诚非虚誉。
如果说《迦陵填词图》表现了大汕及时人的另类思想，那么大汕所做春宫图的走俏则更可称得上淫乱了。

潘耒作为与大汕同时代的人，在攻讦其作风问题的信中指出：“时时拈笔作春宵秘戏之图”。
而屈大均在给大汕的信中也曾指出：“画春图以导人之淫……所写春宫过于精妙”。
又说：“作春图，举闺房密戏之曲折，一一得其精微……屡貌蕃夫人观书之影，与周小史割袖之图，观想精微，通神入妙，使人惊以为老莲复出，仇英重来。”
此皆为书信之往来，攻守之对话，布之于众人，信非捏造。王士祯《分甘余话》亦云：“常书素女密戏图状，以媚诸贵人，益暱近之，于是无所忌惮。官东粤者，落其圈缋，十人而九。”
王氏乃与大汕同时之学者，且二人为昔日之好友，王曾有诗酬汕：爱此招提石，铿如哀玉弹。晴天起云雾，远势出峰峦。池上潮新长，窗中藓故寒。悠然谢袍笏，一日百回看。（《咏长寿寺英石赠石公》）故此人之说，当可信以为真。

疑点在于，大汕是本性如此还是应他人之求所不得已而为之呢？在潘耒的《救狂砭语》中，我们再次找到了答案。他说大汕：“以善画白描春宫著闻，公然装成册页卷子，持以赠人，此广州人所共见共闻者。”
如此主动作画而赠与他人，看来大汕是有这方面的喜好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大汕就是一个淫荡小人，常人视男女之事为秘不见人，不可说之事。而在艺术家眼里，则是另一回事。时至今日，仍有美术系之学生，将画裸体人像作为一门功课来专门学习。而大汕作为名噪一时的丹青高手，当然属于艺术家之列。其画中男女之事，或只是艺术之表达，而为潘耒等人无法理解罢了。但无法理解的，或一部分人认为是龌龊的，并不一定就是龌龊的。姜伯勤先生引《艺林月刊》语，云：

大汕号石濂,俗姓徐… …工诗善画,复精雕琢,有《离六堂集》行世。此幅绢本泼墨,气韵雄厚,直可凌驾野遗,其资禀有大过人者。潘稼堂游粤,诈索不遂,作《救狂砭语》以诋之。呜呼!稼堂何足以测石濂哉!

并叹道：扼杀天才的潘耒“何足以测石濂哉!”此话真是说得太好了。

据邵彦介绍，与大汕同时的大画家陈洪绶也擅长画春宫图，且这一形式在当时的岭南画界很是流行。
并且，历史上一些大诗人，文学家如唐寅、仇英、赵子昂、改琦等也都有此特长。
由此可见，潘耒等人以文人身份批评一位画家的艺术创作，到是有些言之有过了。

而李若晴引江灿腾之言道：“为了适应艰辛的丛林环境，出家人被迫游离正常的僧团生活方式，转而投向原要摆脱的红尘世界。于是，种种奇形怪状的行为表现，也随着层出不穷了。在彼等忽视戒律、违反戒律的背后，实存在着现实生活的沉重压力!”
社会大环境如此，又何必独言大汕之过呢？

三、遗民僧问题

关于大汕出家的原因，时人潘耒云：“其所出微，不欲尽言。幼而警敏，善画士女，作诗有佳句，有故出家，踪迹诡秘。”
《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前编·石濂传》云：“明季清人入帝中国,(石)镰义不肯臣,乃拜辞老母,剃发投禅,杖锡云游,凡山川名胜足迹几遍。”
但经戴可来,于向东考证，此文为越南史官于19世纪中期所做，距离大汕去世之18世纪初，相隔甚远，不可轻信。
而《禺峡山志》有云：“厂翁讳大汕，字石濂，浙西名家子。父徐，母杜，生有智慧，八岁闻人诵《法华》，辄能会通。时际鼎革，父靖国难，乃依世交龚，龚抚如己出。疾婴鼻衂不瘳，就医白下，偶游天界寺恍见常安居止阿兰若处。坚投仗人剃度，龚弗能禁。”
而据姜伯勤先生考证，《禺峡山志》乃大汕逝世后五年所刊行，其所述较为可信。

故此，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大汕出家是与反清之遗民情结有关。

而时人毛瑞士云：“厂翁和上生而奇者也。童真入道。”
；另据姜伯勤先生考证，大汕于16岁出家。
考大汕及与其有关的诸著作中，其于出家之前，并无诗作，更无所谓遗民情结的表露。且于黄容《明遗民录》、王德九《皇朝遗民录》、孙静庵《明遗民录》、钱仲联《清诗纪事·明遗民传》等各种明遗民传记中，均无大汕在内。另于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作者将大汕之同门兼好友屈大均列为遗民之列，而无大汕。
以大汕在岭南之声望，及其诗学与画学之地位，必不会为上述作家所遗漏，故可推断，以上诸作家皆不认大汕为遗民僧。

但姜伯勤先生，根据何冠标先生对于遗民的定义，进一步界定了“广义的遗民”这一概念：在中华文化危亡的关头，在汉文化传承面临生死存亡的“上下文”中，广义的“遗民”的语义，乃指力图在文化较低的民族统治下“保存汉文化和拯救黎民百姓”之人。
并赏析了大汕《与友人夜话》、《赠张超然》、《太息（小集长寿，与梁药亭、陈元孝、屈翁山诸君分赋）》等诗文，提出了大汕就是“有托而逃的遗民”这一观点。

疑点在于，首先，“有托而逃”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如前文所证，并无可靠证据证明大汕出家是因为其遗民情结；其次，考大汕诸诗文，更多的是反映当时清军的暴力与蛮横之行为及寄托其江山易主、思念故国之悲情，而无反清复明或拥护旧朝之意；另考大汕虽与后期举兵反清之尚可喜家族亲近，但并未参与其反清运动，并且赴越弘法之时于越之阮主极言大清之强盛并劝其称臣依附，更有学者指出，大汕于“吴藩造反时避祸鲁豫,尚藩谋逆时明哲保身，中年后巴结高官,晚年又逼屈甚甚”，
可见在行动上，大汕亦无有反清之举；最后，明季清人入帝中国，并无摧毁汉人文化之意举，且积极融合双方文化，在评定三藩过程中，甚至重用汉臣，可见其时并无“汉文化面临生死存亡”之局面，也无需“保存汉文化”之举动。

所以，大汕可谓为敢为人民抱不平的义士，心系故国之重情义之好汉，但若谓大汕为“有托而逃”的遗民，则难免牵强，而有待进一步考证。

至于大汕师承觉浪道盛一事，学界颇有微词。王士祯在《分甘余话》称大汕“自称觉浪大师衣钵弟子”，
其中显然有怀疑之意；潘耒在《救狂砭语》中，从时间地点中考证大汕不可能为觉浪弟子；
戴可来，于向东则引述缪荃孙至论断云大汕“并无师承,诈为觉浪嫡嗣”
。另一方面，潘耒在《救狂砭语》中称，屈大均实为觉浪弟子，且亲证大汕同为觉浪弟子；
而曾与方以智同参觉浪而得遇大汕的曾灿，在离六堂集序中也说明了大汕为觉浪弟子，
姜伯勤先生根据这一点，确认大汕在太平皈依觉浪而“剃度参方”；
另据上文所述，若《禺峡山志》果为可信之史料，则同样可以证明大汕之为觉浪弟子。

考觉浪道盛墓碑所铭：

菩萨戒弟子大印皖城刘余谟顿首拜撰

住栖霞嗣法门人南岳大成，立石诸山嗣法门人并记莂居士青原大然，虎跑大瑸，寿昌大存，大峻，寿昌大浩，廪山大智，崇先大奇，天目大闻，弘济大健，洞庭大灯，仰山大英，福山大宁，大别，兴国大忍，枝山大选，明招大补，蒲涧大韶，青原大权，天界大玺，报恩大麟，大量，普济大龙，祖堂大杲，黄檗大嵩，上塔大文，大玉，安隐大充，李公长庚，陈公丹衷，凌公世韶，毛公大斧。

其中虽无大汕之名，而据曾灿所述其与无可大师（方以智，廪山大智）同参觉浪而遇石濂大汕一事，
及大汕向髡残（祖堂大杲）赠诗，且为髡残画作题跋一事
可以推断，既然方以智及髡残皆与大汕相识，自当知道大汕自称觉浪弟子一事，而他们并未提出异议，则证明大汕极有可能确为觉浪弟子。
四、越南之行及其《海外纪事》

之后大汕在岭南与诸才子书画往来，诗赋相酬而名气日盛，并凭借其师出名门，诗画禀赋及其满座高朋而得以成为平南王之府僚，进而成为长寿寺主持并以清远县峡山飞来寺为下院等事，似再无争议，此处从略。而致其死于潘讼之肇因，越南之行，则不得不提。

越南之前本为郑氏统治，阮氏为郑氏之联姻宗亲。后阮氏遭到排挤，地位日益下降。族人为保住家族地位，借口平叛而割据顺化。至阮福週时期，已是俨然二国，各自称王。阮氏尊佛教而重外贸，明亡后有遗民及僧侣逃亡至安南定居而传闻大汕之为一代名僧，阮王闻之而三请大汕赴越弘法，遂有大汕越南之行及其游记《海外纪事》之刊行。

1995年，大汕一行经海路而至顺化，途中船上树四面大旗，上书“吾秉释迦无上法王慧命”，下有“大雨暂止”、“顺风相送”，“诸神拥护”，“龙王免朝”字样，至越传法时又树“出卖风云雷电”之大旗，皈依甚众，好不风光。阮王尊之为国师并率全家皈依，几有位极人臣之势。大汕在越期间对阮王晓之以佛法又辅之以儒道，且为其治国理政及国际交流建言献策，获得阮氏君臣普遍好评，并与部分大臣建立了较深的友谊。期间大汕记录了广南国之军事，政治，人文，税收，地理等各方面之见闻。回国后，于1699年著成《海外纪事》刊行。

《海外纪事》仇兆鳌序言：

……余读石和尚《海外纪事》一篇，喜其兼善两家之长，而又发为经世名言。于山川形胜、风土谣俗，一一能祥其曲折而定其规模，岂徒铺张奇诡，夸海外之大观已哉！考其数月之间，经二万里绝域，当酬应缤纷，往来仓卒之际，乃挥尘而谈，数千万言立就，笔摇山岳而气吞溟渤，非胸有慧珠，能敏给神妙如是耶！且游迹所过，导扬圣天子德化，俾享王未接之邦，咸知向风慕义。欲以中国之纪纲，一变远方之习俗，即此一视同仁，莫非圣贤民胞物与之之意耶！此书流传宇宙，可以補《山经》、《海志》、《识方记》、《王会图》之所不及。向使经纶巨手，得以一试其奇，视彼雄霸扶余，开疆日本者，直府培塿，耳少若横汗焉耳！

……

《海外纪事》徐轨序：

……

和尚因出《海外纪事》与诸集见示。文章则苍凉奔放，时而电掣雷轰，时而山飞海立，时而健翮摩空，时而疾风扫籜。诗律则蕴藉清新，离奇雄浑，兼而有之，使人不可端倪。而雄博恢奇之气，较昔年更胜，蓋得与海外者尤多也。

……

《海外纪事》毛瑞士序：

……

厂翁和上生而奇者也。童真入道，博览五明诸论及阴阳星算，妙达吉凶，周游天下，声明洋溢，暨于中外。乘长风破巨浪，赴大越国王之召，所历山川形势、风土习俗，亦既详哉言之；而高论卓见，弘纲钜典，一试经论大手，诗文杂出，悉典丽高华。

……

《海外纪事》大越国王，阮福週序：

……
    晨夕禅论之余，大而纲常伦纪，小而事物精粗，莫不条分缕析，理明词畅。若人从幽暗中挈诸青天皎日之上，其为裨益政治良多。

……

纵观以上诸序，不免时人感到夸张荒谬。然而，诚如《海外纪事》点校者余思黎于其序中说道：“在《海外纪事》中，诚然充塞了不少胡说八道的鬼话……大汕只是由于根基不深，学问不多，因此其议论漏洞百出，为识者笑。但我们排除了书中这些‘糟粕’，就可以看出，《海外纪事》还是有不少真东西的。”

现将基于此作而佐证之观点综述于下，以略表其于各方面研究之裨益：

    蒋国学在其博士论文《越南南河阮氏政权海外贸易研究（1600-1774）》中总结出了“南河对这当地匠人的的管理方式”。
 闫彩琴在其博士论文《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越南华商研究（1640-1802）》中论证了“阮氏在海口设有‘公堂’，征收进口税”。
林洋在其硕士论文《会安港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中论证了“日本盯为大唐街所淹没的事实”。
 邱普艳在其硕士论文《1600—1774年广南阮氏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论证了“此时华人己成为会安商业的主人”。
戴可来,于向东在《略论释大汕及其越南之行》中阐明了《海外纪事》一书的三点贡献：第一,该书具体记载了从广州到顺化的海上交通的情形,也介绍了越南人的一些航海技术。特别在反映广州—顺化航路方面,它是继《东西洋考》之后的又一部著作,且记其亲履。第二,该书记载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广南阮氏政权与中国非正式的官方关系或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一些交往,也反映了一些华侨史迹,有利于中越关系史的研究。第三,该书记载了阮氏割据政权发展、军事制度以及当地居民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一些情况,对于人们了解广南国的历史有所帮助。
 黎氏垂庄在其博士论文《越南南河地区十六至十九世纪中国禅宗的传播和发展及相关文献的考察》一文中，认为《海外纪事》一书“对研宄世纪末的广南国及中越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冯超在《越南曹洞宗的江南禅系源流与17-18世纪中越佛教交流》一文中，据《海外纪事》推断兴莲果弘禅师“可能于广南国阮主阮福溱在位期间（1687—1691）赴越传法，并最终到达越南中部地区”。
范宏贵在《中越翻译史话》一文中叙述了大汕与越南诸官员交谈的方式及过程，论证了翻译的重要性。
 李金明在《越南黄沙、长沙非中国西沙南沙考》一文中参考《海外纪事》做出了如题论证。

五、潘汕之争及大汕之死

学界普遍认为，潘耒作《救狂砭语》抨击大汕之种种恶行，并讼之于官府，导致官府判大汕有罪且将其押回原籍以示惩罚。而大汕就是死于押解途中。下面略述潘耒与大汕之争辩及大汕逝世之原委。

对大汕的公开攻讦开始于潘耒的《救狂砭语》。潘耒据姜伯勤先生考，为一心胸狭窄，举止轻浮而又不甘贫贱之书生。
当时潘耒游方岭南，恰逢名僧大汕记述海外弘法事略之书《海外纪事》刊行之时。潘耒度其财力雄厚而又风光无限，故前去拜访。而大汕却以下等之礼仪接待了潘耒并赠予其下等之礼金。潘耒怒之而做《救狂砭语》予以攻击。而潘耒所讦大汕之罪名之中，可考而为真者，无非一下条目：1、《海外纪事》叙事夸张，用词不当，且有虚假之言；2、篡改宗谱；3、冒充法嗣；4、蓄发、饮酒、食肉，破坏清规；5、在寺内雇用戏班等。书中另附大汕昔日好友屈大均之攻讦书信，言大汕剽窃屈大均之诗文。

现就以上诸条加以评判，而断大汕之是非。

1、 宗教人士之文章，多有虚无缥缈之内容。如基督教徒之言上帝，佛教徒之言诸佛。若以此观之，以弘扬佛法之动机而夸大事实，大汕无可厚非。

2、 篡改宗谱一事，本肇始于“曹洞宗五代叠出诤”，即位中净符为提高自己的辈分而删除了宗普中的五代祖师，而为霖道霈为捍卫自己的地位而极力维持原宗谱，双方就此展开争论。因此事涉及宗门地位辈分，故陆续有相关人士加入双方阵营展开激辩。大汕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由此观之，大汕的行为，纯属学术讨论，实不足问罪。

3、 至于大汕是否真为觉浪弟子一事，引前文所证之结论，此为潘耒之误会。

4、 蓄发一事，于佛门并不少见，尤其行头陀行之僧侣更是常有。六祖慧能即不剃发，近代高僧虚云和尚亦是；文殊菩萨也曾饮酒；而济公更是酒肉双全。可见在特殊情况下，也是可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而据前文引述，大汕此举，有维护禅林之用意。若其真如此，则亦无可厚非。

5、 如上文所述，大汕于寺中摆戏台很有可能出于取悦官府而维持寺产，若果真如此，则大汕此为，亦可以理解。

现将屈大均于大汕之间的友情史略述如下，以断大汕盗文之是非。

屈大均曾两次出家又两次还俗。第一次出家皈依天然涵昰和尚，得法名今种，与澹归今释及阿字今无为同门师兄，而后还俗；第二次出家皈依觉浪道盛，得法名大均，而后还俗。第二次还俗后曾欲与阿字今无等师兄交好而遭冷落，随即生怨，而以大均为常用之名。一则觉浪与天然之名望不分伯仲，故大均之地位不下今无；二则天然师承华首道独，与觉浪道盛同为“道”辈，故大均之为“大”字辈自然高今无一辈，当为“今”辈之师叔，此举或可稍解其怨。但“今”字辈诸僧似乎并不吃大均这一套，且大均之觉浪师承也似乎并不那么站得住脚。就在这时，来了个自称觉浪弟子的大汕和尚，秉赋奇高，天资聪颖，画技超然。大均显然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他极力为异乡人大汕证明其师承，并向当地学界及官绅举荐大汕。为了突出大汕的文学成就（其实大汕的文学水平不及大均），大均还曾代笔为大汕作诗写序。
大汕也因此种种得以成为平南王府僚，并进而成为长寿寺住持。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大汕与大均二人诗赋相酬，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大均似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好景不长，大汕平步青云之后，似对大均这一知遇好友逐渐冷淡，而令大均伤心而产生怨恨。故大均诘难大汕剽窃其文作为报复。事实上，究竟是大汕剽窃大均之文，还是大均出于一己之私而主动为大汕代笔，这是值得考证的。

言归正传，大汕在岭南“三十余年而无人检点”
，潘耒自知无法在文字争论中扳倒大汕，故将其告之于官府。当是时，正直河南布政使迁福建巡抚许中丞嗣兴初为按察使，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闻有此事，不问缘由，即刻判以笞刑，并罚逐出岭南，押回江西原籍。

对于这段历史，公认缪荃孙所录较为可信：先有许嗣兴将大汕逮治,“得其前后奸状,答逐至赣州,止于山寺,又复兴起,饭依甚众”,后有李基和“又逐之,押发原籍,死于常山途次”。
另有王荆和据此分析：是则大汕之被许嗣兴捕并放逐赣州山寺，应在四十一年（1702）年间，其在赣州之逗留约莫一年，因“又复兴起，皈依甚众”，故四十三年（1704）复为江西巡抚李基和所逐，押反原籍途中客死常州。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凡卓越之人，皆有负面之新闻，此比比皆是。恰恰由于大汕之评价如此扑朔迷离，而从侧面可以足证大汕之才华，贡献定非比寻常。又有哪个自诩为大家之人会去非议一个碌碌无为的无名小卒呢？

另据有关线索，对于大汕之死，还有可能是如下情况：

当是时正值鼎革之际，岭南于天朝边陲之地，天子鞭长莫及之隅，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滋生反清斗士之温床。而诸藩王之反清情结更是助长了当地反清之风潮。三藩之一的平南王正是大汕之最大靠山，大汕亦藉此游走于官宦之间，闻名于大小府第。而这些官宦之中，便有朝廷之细作，天子之耳目。大汕著作中所暴露之清兵之恶行，皆作为反清罪证在其耳目。大汕遭刑之际，三藩已被平定，而大汕之靠山已倒。但对于三藩同党之调查仍在继续，大汕之死，于此或不无关系。

由于目前证据不足，此仅为推测，不可作为定论，更有待日后详考。

故此，观时人所诘大汕之诸条，实在是于情可以理解，而于法亦可以判罪的。换句话说，大汕的这些行为，既可以判有罪，也可以判无罪；既可以重判，也可以轻判。然历史已经上演，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客观地，站在当时大汕所处的大环境中，给予其同情的理解，择其善者而从之吧。

六、大汕之同性恋情结

考学界对大汕之争议，其中不可忽略的部分中，一定有大汕涉嫌具有同性恋情结一事。公开提出这一观点的，同样是潘耒，亦在其《救狂砭语》中，“石濂幼无赖而色美，沈朗倩宠之……复见宠于龚宗伯，即背朗倩而事龚。”
而若依前文所述，以《禺峡山志》为信史的话，则龚宗伯当为其父之至交，其待大汕“如同己出”。由情理可推断，大汕与龚宗伯并非情侣关系。但书中又说：“方丈侍者无非美貌沙弥，汝徒夜争沙弥，至登屋飞瓦，而不闻摈出。”
还说其“臂带金镯，……常衣红衫红袴，岂非人妖乎？”
同时，依上文所述，其画《迦陵填词图》之行为，至少表现出了其不排斥同性恋之情愫，这是可以肯定的。而考时贤对《迦陵填词图》之题咏，时人，至少是文化界人士，对同性恋的态度是开放，甚至认可的。另据朱丽霞考证，明清之际，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是比较流行的事情。

故在那个时候，具有同性恋情结，那也是十分风雅的事情（虽然这种说法无法考证）。如前文所述，对于这种问题，我们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给予同情的理解。

对于这种风气的产生， 朱丽霞讲到：明末阳明学盛行不衰，其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之说，大快人心。人们觉得，尊崇本性或者某些异样的冲动而行为，才是真君子，是符合本性的。所以同性恋问题的产生，与当时王阳明之“心学”之提出，或许不无关系。
考中外史料，往往在民族危亡而新文明建立的时候，是文化最开放自由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是不能被接受的。

故那个时候大汕所表现出来的同性恋情结，或是因时事所逼，或是因为真有其好。总之，这种情结的出现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七、大汕禅风

在研究大汕的诸位专家学者当中，姜伯勤先生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其研究时间之长，所出成果之多，在大汕研究的领域里，都是首屈一指的。其巨作《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中对于大汕生平、籍贯、社交、事略等各个方面的考证，已经基本成为学界的定论，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李舜臣指出：“姜伯勤等先生之考证及笔者为其草制年谱,已基本明晰。”
吴超指出：“1999年,姜伯勤先生的《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书出版问世,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几十年来关于清初诗僧石濂和尚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其中对于石濂和尚生平与交往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的看法几乎成为学术界研究这些方面的‘定论’。”
且本文亦于姜伯勤先生的相关著作及论文有诸多借鉴，受益匪浅。

然就姜氏认为存在大汕宗风及其对澳门佛教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或许言之有过。考姜书所论，大汕继承了六祖慧能、憨山大师、觉浪道盛之禅学思想，并总结出了大汕禅学思想中的十六条要点加以佐证。
但实际上，姜氏只是通过大汕的诗文以及长寿、普济二寺之渊源将大汕与三位禅师联系了起来，并未举出确凿证据说大汕提出了何种理论，足以证明其禅法思想明显继承自上述三位禅师。而姜氏所罗列之大汕16条禅法要点，考其参考文献，不过大汕所做游记《海外纪事》中几处机语。可以肯定的是，大汕身上具有慧能、憨山与觉浪三位大师之基因，但在其禅法中是否有所明显之表现，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而大汕的禅法，考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并无严谨的逻辑体系，更无论宗风。

很有可能，澳门普济禅院所宣“大汕宗风”，不过是大汕赴越传法回国途中，顺路复兴了普济禅院，且以其做自我宣传之一工具而已。

结语

经上述论证，可大致还原大汕其人如下：

大汕（1633-1705），俗性徐，号石濂，母杜氏，江西人。早年先后从沈灏、龚宗伯学画，后期又接触了众多画界名流，具有较高的画学造诣。十六岁拜入觉浪道盛门下，赐法号大汕。20岁左右开始于岭南参访，弘法，与当地官绅名流交往甚密，住持长寿寺，在当地具有较高声望。后应越南阮氏政权邀请，赴越南弘法，经一年半回国，后刊行游记《海外纪事》。时人潘耒与其交恶，作文诘之，并讼之于官府。大汕由此被判押回原籍，并在途中病死。著有：《离六堂集》、《海外纪事》、《燕游稿》、《离六堂二集》、《潮行近草》等著作。其中前两部为其代表作。

   在那个具有普遍反清情绪的环境中，大汕之诗文具有批判政府、官兵之体现；在那个寺院若不以出格越界之举动趋附官绅则无以为继的环境中，大汕有蓄养优怜，饮酒食肉等破戒嫌疑；在那个以蓄养娈童为风雅的环境中，大汕亦有同性恋之可能。

其一生最公认的成就在于其画学造诣；其最大之贡献在于其《海外纪事》之所反映的史料学价值；其所复兴之长寿寺、飞来寺与普济禅院至今仍在，其中尤以普济禅院至今弘扬所谓“大汕宗风”，实为大汕为人、为法不可多得之正面支持。

作者信息：

姓    名：王振宇

单    位：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讯地址：江苏省徐州市大学路一号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21116）

联系电话：15047529313

电子邮箱：454696928@qq.com

� 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救狂砭语，金陵览古，余生纪略》，潘耒：《救狂砭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第161页。


� 李勇明：《风流和尚大汕法师》，《文史天地》2010年第7期。


� 戴可来，于向东：《略论释大汕及其越南之行》，《岭南文史》1994年第1期。


� 谭弘毅：《清初粤中名僧大汕和尚与<海外纪事>》，《 丝绸之路》2012年第8期。


� 【清】孙绳祖编撰，仇江、曾燕闻、马德鸿点校《禺峡山志》（《岭南名寺志·古志系列》）线装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39页。


� 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救狂砭语，金陵览古，余生纪略》，潘耒：《救狂砭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第161页。


� 陈东林编辑，张世林点校，【清】王士祯著：《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分甘余话》，卷四，《妖僧大汕》，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8页。


� 【清】大汕著：《离六堂集》序一，出版方及日期不详。


� 【清】大汕著：《离六堂集》序十三，出版方及日期不详。


� 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初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 李勇明：《风流和尚大汕法师》，《文史天地》2010年第7期。


� 【清】大汕著、 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页。


� 【清】大汕著、 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39 页。


� 戴可来，于向东：《略论释大汕及其越南之行》，《岭南文史》1994年第1期。


� 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救狂砭语，金陵览古，余生纪略》，潘耒：《救狂砭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第47-48页。


� 戴可来，于向东：《略论释大汕及其越南之行》，《岭南文史》1994年第1期。


� 姜伯勤：《再论石濂大汕的画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6期。


� 姚达兑.：《(后)遗民地理书写:填词图、校词图及其题咏》，《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Z版第1期。


� 夏志颖：《论“填词图”及其词学史意义》,《 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


� 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救狂砭语，金陵览古，余生纪略》，潘耒：《救狂砭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第178页。


� 同上，第196-197页。


� 同上，第202-203页。


� 陈东林编辑，张世林点校，【清】王士祯著：《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分甘余话》，卷四，《妖僧大汕》，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8页。


� 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救狂砭语，金陵览古，余生纪略》，潘耒：《救狂砭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第133页。


� 姜伯勤：《再论石濂大汕的画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6期。


� 邵彦：《明清同性恋题材绘画初探——从两件中央美术学院藏画出发》，《美术研究》, 2012年第4期。


� 周京南：《从中国古代“春宫画”管窥明清室内家具陈设》，《家具与室内装饰》，2014年第3期。


� 李若晴：《山门流转一沧桑——<曾宾谷长寿寺修禊图>递藏考》，《新美术》, 2011年第6期。


� 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救狂砭语，金陵览古，余生纪略》，潘耒：《救狂砭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第55页。


� 【清】大汕著、 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39 页。


� 戴可来，于向东：《略论释大汕及其越南之行》，《岭南文史》1994年第1期。


� 【清】孙绳祖编撰，仇江、曾燕闻、马德鸿点校《禺峡山志》（《岭南名寺志·古志系列》）线装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8-39页。


� 姜伯勤：《长寿行者大汕<斗蟋蟀赋>稿清远峡山寺传抄本研究》，《广州文博》 ，2010年第00期。


� 【清】大汕著、 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14页。


� 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初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 同上，第40页。


�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初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初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 吴超：《屈大均、潘耒与石濂交往关系考论》，《东方论坛>,2010年，第3期。


� 陈东林编辑，张世林点校，【清】王士祯著：《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分甘余话》，卷四，《妖僧大汕》，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8页。


� 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救狂砭语，金陵览古，余生纪略》，潘耒：《救狂砭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第55-56页。


� 戴可来，于向东：《略论释大汕及其越南之行》，《岭南文史》1994年第1期。


� 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救狂砭语，金陵览古，余生纪略》，潘耒：《救狂砭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第55页。


� 【清】大汕著：《离六堂集》序一，出版方及日期不详。


� 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初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 【清】孙绳祖编撰，仇江、曾燕闻、马德鸿点校《禺峡山志》（《岭南名寺志·古志系列》）线装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8-39页。


� 吕晓：《髡残绘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2003年，第137页。


� 【清】大汕著：《离六堂集》序一，出版方及日期不详。


� 吕晓：《髡残绘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2003年，第57页。


� 【清】大汕著、 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12页。


� 【清】大汕著、 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13页。


� 【清】大汕著、 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14页。


� 【清】大汕著、 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16页。


� 【清】大汕著、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5页。


� 蒋国学：《越南南河阮氏政权海外贸易研究（1600-1774》，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历史系, 2009年，第13页。


� 闫彩琴：《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越南华商研究（1640-1802）》，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历史系, 2007年，第105页。


� 林洋：《会安港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历史系, 2001年，第32页。


� 邱普艳：《1600—1774年广南阮氏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历史系, 2006年，第35页。


� 戴可来，于向东：《略论释大汕及其越南之行》，《岭南文史》1994年第1期。


� 黎氏垂庄：《越南南河地区十六至十九世纪中国禅宗的传播和发展及相关文献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古文献学专业, 2014年，第73页。


� 冯超：《越南曹洞宗的江南禅系源流与17-18世纪中越佛教交流》，《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


� 范宏贵：《中越翻译史话》，《东南亚纵横》, 2005年，第4期。


� 李金明：《越南黄沙、长沙非中国西沙南沙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7年，第2期。


� 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初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00页。


� 吴超：《屈大均、潘耒与石濂交往关系考论》，《东方论坛>,2010年，第3期。


� 吴超：《屈大均、潘耒与石濂交往关系考论》，《东方论坛>,2010年，第3期。


� 戴可来，于向东：《略论释大汕及其越南之行》，《岭南文史》1994年第1期。


� 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初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00页。


� 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救狂砭语，金陵览古，余生纪略》，潘耒：《救狂砭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第55-56页。


� 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救狂砭语，金陵览古，余生纪略》，潘耒：《救狂砭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第178页。


� 同上，第165页。


�  朱丽霞：《明清同性恋文化的诠释与思考——以明清之际男性同性恋为例》，《江淮论坛》, 2009年，第4期。


�朱丽霞：《明清同性恋文化的诠释与思考——以明清之际男性同性恋为例》，《江淮论坛》, 2009年，第4期。


� 李舜臣：《石濂大汕和他的诗》，《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第3期。


� 吴超：《屈大均、潘耒与石濂交往关系考论》，《东方论坛》，2010年，第3期。


� 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初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94-602页。





